学者陈乐民

作者：周弘、沈雁南
来源：《财经网》（caijing.com.cn）
时间：2009年01月24日


2008年12月27日是一个令中国欧洲学界同仁们倍感悲痛的日子。陈乐民先生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，留下尚未完成的手稿走了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失去了一位才华出众的学者，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事、好朋友、好导师。
陈乐民1930年1月28日生于北京，自幼学书画诗文，国学功底深厚；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燕京、中法、清华、北大等京城著名学府，专修西方文化，英语、法语俱佳，于欧洲哲学与历史有特殊造诣。
新中国成立，百废待兴，而域外诸国对这块土地知之甚少。走出大学校门的陈乐民加入了民间外交的行列，被派驻维也纳，就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；历时十载，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变迁和欧洲文明的今昔。其间，陈乐民结识了资中筠先生，并结为伉俪；回国以后，曾同时分别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的所长，珠联璧合，为学界称道。
1959年，陈先生受命回国，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服务至1971年。其后，他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、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。与当时中国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，经历了“文革”暴风骤雨、“五七干校”岁月磨难，陈乐民对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历史渊源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。这种理解，被深深地嵌入他日后关于欧洲和国际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思考中。
1983年，陈乐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（当时为西欧研究所），方开始全职学者生涯。他致力于欧洲和国际问题的学术研究，对中国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书画亦有著述或涉猎。他的文章酣畅逸发，自成一家；小楷和书画笔札精劲，醇深炳蔚。他完美地将中西学融为一体，其浓厚的人文气息深为学界称道，被誉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“最具人文精神的学者”。他提倡“文史哲与国际问题研究相结合”，并通过对欧洲文明发展的思考，提出了“欧洲学”的理念，逐步形成了具有创新精神的“欧洲学风”，对中国国际问题和欧洲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陈乐民最具代表性的著作，包括《“欧洲观念”的历史哲学》《西方外交思想史》《从文明史的观点看欧洲》《欧洲文明的进程》《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》《康德论启蒙》等。在这些著述中，陈乐民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，剖析欧洲文明在当代的发展问题，从而为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。
陈乐民在他的书中强调，“欧洲文明”不是单一的，而是“认同中有多样”和“多样中有认同”的综合概念；对于欧洲的理解需要“通才”，需要步步深入地去探索，要从经济伸展到政治，扩宽到历史和文化，一环套一环地追求下去，才可能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判断。他将欧洲文明与“现代化”和“全球化”联系起来考察，将当代欧洲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外交等现实问题纳入历史、哲学、文化的思辨，为人们认识当代欧洲问题开拓了思想空间。他的许多著作已经成为欧洲研究乃至国际问题研究的必读，他的学术思想在欧洲学界和国际研究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。
陈乐民先生在担任欧洲研究所所长期间，积极鼓励青年研究人员钻研政治经济，同时努力提高文史哲的学术修养，不断深化对欧洲现实问题的研究。他惜才爱贤，深情关切青年学者的成长。无论在担任领导职务之时还是退休之后，都积极参与并亲自策划组织青年学者的学术研讨活动。他扶着病体参加研究所举办的青年读书会，还经常在自己狭窄的家中召集“学术神仙会”。陋室简居，清茶淡水，然目及天涯，言论古今；人不分老少，学不问东西，皆以书为本，以文会友。这种无拘束的开放式的学术交流方式，极大地启发了青年学者的才智；同时，也对中国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正是在这看似漫无边际的学术畅谈中，迸发出一个个思想的火花，诞生了一项项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成果。今天，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学术机构或高校的学科领军人物。
陈乐民具有深厚的爱国情结。他年轻时代奔波于欧洲，为国家广交朋友；中年以后潜心于中国的欧洲研究，为国家探寻借鉴欧洲经验以自强之路。“欧洲何以为欧洲，中国何以为中国”，是他终身的求索；“望着欧洲，想着中国”，是他事业的立足之本，也是终生笔耕不辍的强大的动力。我们可以从《马勒伯郎士及其哲学与宋明理学》《莱布尼茨与中国——兼及“儒学”与欧洲启蒙时期》《“全球化”与中国》《欧洲与中国》等一系列学术专著中，读到陈乐民的爱国心迹。即使在患有肾病需要隔日透析且书写多有不便时，他仍坚持研究和写作。其晚期的许多精品著述，便是在这样身体严重透支的情况下，以超人的意志完成的。
陈先生一贯素心人生，怠于利益诉求，惟勤于思、精于学。他一辈子手不释卷，因为“离开了书，心里便无着落”，临终的病榻旁还摆放着没有读完的书籍。他说，如果能够活到80岁，还将完成一系列的写作计划。但是，命运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……

陈先生刻苦读书、严谨治学、思域开阔、通今博古的人文学者的气质，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。
